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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媒介和文化传播领域，影视创作和文学作品从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文学是影视创
作的母体，是优秀影视作品诞生的沃土，无数戏剧影视作家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养分。在中国
近百年的影视发展史上，取材或改编于文学经典的影视作品可谓层出不穷，《三国演义》《水浒传》
《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更是被反复搬上影视银幕，掀起一阵阵的文化热潮。影视的出现，让文学
作品的叙事语言和审美方式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书面的文字叙事变成了荧幕形象的影音传达。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文学作品的物质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动漫、微电影等新的
文学作品传播和接受方式让人耳目一新。2006年，由陈明执导、深圳环球数码公司出品的3D动漫
《桃花源记》被誉为“最美的国产动漫”，并一举夺得当年中国动画“美猴”奖最佳短片奖，同年
又在日本东京电视台主办的“DIgiCon6+2大奖赛”上获得总决赛“最优秀奖”。短短15分钟的影片，
情节虽然简单，但形式新颖，表现力十足，刚问世就连获大奖，业界好评如潮。十余年过去了，
这样一部文学经典与现代数码技术看似完美结合的动漫作品，其得失成败却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
我们反思。
一、迷失 ：《桃花源记》文本误区
影像改编虽然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再创作”，但“忠于原著”是衡量影视与文学互动发展的
重要标准，也是影视改编过程中需恪守的原则。动漫影片《桃花源记》直接取材于陶渊明的《桃
花源记》。作为我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和影响的诗人，陶渊明其人其文很早就活跃于戏剧领域，
历朝取材于《桃花源记》的戏剧作品层出不穷，累代继作，如元代作家汪元亨的杂剧《桃源洞》、
马致远的《刘阮误入桃源洞》、刘晋元的《小桃源》，明代作家许潮的《武陵春》杂剧、叶祖宪的《桃
花源》杂剧，清代作家尤侗的《桃花源》杂剧、石韫玉的《桃源渔父》杂剧，等等，这些桃源题
材的戏剧和其它与陶渊明相关的戏剧作品群，形成了所谓的“陶渊明剧”[1]现象。陶渊明题材的
戏剧在现当代也时有佳作，20世纪70年代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的《武陵人》，则是“化古典为现
代”的改编典范。透过这一现象不难看出，《桃花源记》一文在历史上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认同感，
一直为世人所称颂，人们对陶渊明的人格人品及桃源理想倾慕式的审美认同，使其作品久盛不衰，
“桃花源”甚至成为后人认知陶渊明的形象标签和文化符号。
然而，作为动漫《桃花源记》的文学母本，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文本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人们在认知和接受陶渊明作品的过程中，常常迷失在对文本的错误认识上，
这种迷失事关影视改编和文化传播的客观性、严谨性。众所周知，陶渊明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传
特征，是其生平经历和情感的实录，只是在创作中“有时候用写实的手法……有的时候又用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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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披露自我”。[2]因此，如何解读其作品就成了认识陶渊明其人的关键。陶渊明在世时，其
文学并不为世人所重，其作品也未编定成集，陶渊明自言创作之后往往感觉“纸墨遂多，辞无诠
次”（《饮酒》序），可见其作品当时处于随兴创作、日积月累、零乱无序的状态，其同时代的好
友颜延之所写的传体祭文《陶征士诔》，也未提及陶渊明有诗集。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敬
仰有加，为其立传，并开始着手编订《陶渊明集》。北齐阳休之在萧统的基础上整理过陶渊明的
诗文集，陶渊明的作品因此变得次第可寻。然而遗憾的是，唐前的陶集版本均已亡佚，作品原始
面貌不得而知。宋代以后的陶集版本很多，且异文突出，但作品编排大体被固定下来，其中多将
《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并录，题为《桃花源记并诗》，二者在形式上形成一种依存关系，这
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陶集面貌。陶渊明研究专家徐声扬先生认为，《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
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有机艺术整体”。[3]假如我们从《桃花源记并诗》的文本依存关系及二者
对桃源社会的共性描述来看，《记》与《诗》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对乱世的恐惧、排斥，
对身心安顿的渴求，是二者表达的共同旨趣。《诗》《记》一体，互为参照和补充，这是认识和理
解陶渊明其人的两个窗口。当然，也有学者认为 ：“记和诗没有任何联系，是陶渊明在不同时期、
不完全相同旨趣下所写的各自成篇的两篇诗文。”[4]单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记》与《诗》确实
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构思奇诡巧妙，富有小说情调 ；而后者平铺直叙，有浓厚的纪实特征，但
这并不能否定记与诗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诗前题序（记）本身就是陶渊明常用的创作手法。与
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不同的是，一般受众（读者、改编者等）更多地沉浸于《记》所描绘的理想社
会中，很多古文选本直接将诗、记分录，现行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也只录《记》，弃《诗》不谈，
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助推接受者的既成印象—— 《桃花源记》是一篇独立的经典散文。在这种心
理定势的作用下，人们对《桃花源记》作切割式的认知和解读，也就成了必然。既然记与诗是一
个艺术整体，诗、记互证是陶渊明创造的一种特殊文本形态，那么，简单武断地割裂二者的文本
关系，可能会导致对《桃花源记》理解上的重大偏差或失误。从动漫影片《桃花源记》的叙事内
容来看，虽偶有情节上的增创，但几乎全部源自《桃花源记》，《桃花源诗》的内容则只字不提。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虽然也以“渔人”为主线进行叙述，作者自己被隐蔽在作品之外，但众所
周知的是，陶渊明正是借助渔夫之眼口，发现和描绘他的理想社会，构建其精神上的安生立命之乡，
是一篇富有奇幻色彩和深远寓意的作品 ；而《桃花源诗》则隐藏了“渔人”，直接以“嬴氏乱天纪，
贤者避其世”展开叙述，诗末标榜“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很显然，《诗》表达的是陶渊明
这位“贤人”政治失落后的追求，那就是寻找与他有共同隐逸志趣的知音。《记》与《诗》这种
互为印证、不可分割的关系，使《桃花源记并诗》的文本形成一种超越单一作品自身的强大张力，
这正是陶渊明文学的高明之处。与原著以表现陶渊明政治失意和精神追求为核心不同，动漫影片
《桃花源记》完全屏蔽了陶渊明其人，在文本选择上独立依靠《桃花源记》，着力刻画的是一位饱
受官吏折磨、希望远离苛捐杂税的“山野渔夫”，“渔人”与官府的冲突，成了贯穿全片首尾的主
线，影片以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取代了陶渊明的个人价值追求。显然，舍弃《桃花源诗》，动画《桃
花源记》也就必然远离了陶渊明作品的精神内核。
从情节上看，动漫《桃花源记》也完全依据陶渊明的“记”。影片叙述武陵太守因沿溪寻觅
桃花源不得且几乎葬身险滩，回来后归罪于发现桃花源的渔人，认为其妖言惑众并对其严刑拷打。
刘子骥信其所言，驾车赶来向太守求情，救了渔夫一命，然而直至太守终死，他也未能见到渔夫
所描述的桃源社会，他甚至也开始怀疑渔人一直在诳骗自己。动漫的创作者也许意识到陶渊明《桃
花源记》的叙事空间过于狭窄，因为从叙事的地理区域来看，其表现范围确实太小，所以影片用
不少增设的情节来延伸和扩大叙事的空间，这种改造也都基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进行，几
乎看不到《桃花源诗》的痕迹和影响。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特性在于，作者在地理空间之外还
有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个空间感受既与读者的人身体验有关，也与其对作家经历、情感的了解程
度有关，同时还和他对作家作品接受的广度、深度有关。影片对《桃花源诗》的舍弃，不知道是
动漫编创者的接受盲区所致，还是基于其它因素故意隐而不提。
概言之，动漫影片《桃花源记》局限于陶渊明的《记》而忽视《桃花源诗》，为极力拓展、
增大文本的空间而创设了不少情节。但是，这种改编的依据也值得商榷 ：割裂《记》与《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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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文本取舍，能否在改编中正确体现陶渊明的创作精神？一部屡获大奖的动漫佳作，是否是“忠
于原著”的文学传播者？一个肯定的答案是 ：迷失于原著文本解读的改编者难言是成功的文学传
播者。
二、错位 ：《桃花源记》的政治叙事
叙事是影视作品的表达生命。动漫《桃花源记》的叙事策略可谓运用得当，叙事的强度、节
奏以及时间、空间的安排，都十分契合一部15分钟短片的创作需要。叙事作品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叙事聚焦。“聚焦所涉及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透过谁的眼
光与心灵传达出来，在叙事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受到谁的眼光的‘过滤’，或者在谁的眼光
的限制之下被传达出来。”[5]动漫影片《桃花源记》自始至终把叙事焦点放在“渔人”上，全片的
叙事信息全部在渔人与酷吏、渔人与刘子骥、渔人与桃花源的接触中传达出来。剧情要集中表现
的，就是“渔人”所受的奴役和剥削，其剧首所受的鞭打、剧末所受的踢踏，彰显了矛盾对立双
方的不对等关系，影片对这一关系的叙述充满了政治性。毫无疑问，这种政治聚焦叙事既符合国
人解读文学作品的政治传统，同时也与当下电视改编热潮中“艺术沉淀的短促性和意识形态话语
造成的政治观念超载现象”[6]有关。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银幕重新聚焦到陶渊明的文学文本上，不难发现，《桃花源记》的政治叙
事并非如此。陶渊明作为一位“政治挫败型”[7]诗人，他的作品当然摆脱不了政治的情愫。在历
史上，萧统《陶渊明传》、沈约《宋书》、房玄龄《晋书》、李延寿《南史》等在对陶渊明进行偶
像化塑造时，更是富有政治色彩。因此，后人在解读陶渊明作品时进行政治性聚焦也无可厚非。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陶渊明作品表达的政治情结。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其政治生
涯很不成功但却很丰富 ：早年作州祭酒，因“不堪吏职”而辞去，后入桓玄幕府，相似的家族背
景及外祖父孟嘉和桓温的关系使他把政治抱负寄托在桓玄的身上，谁知桓玄称楚登位不久便遭刘
裕诛伐 ；做刘裕的镇军参军，是他在政治激流漩涡中审时度势的自我保全 ；转任刘敬宣的建威参
军，则是离开刘裕这个危险人物的温和的过渡方式 ；因生计所迫出任彭泽县令，但八十余日便辞
官而去。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以后，陶渊明再无宦场经历。入宋后江州刺史檀道济曾苦劝其出仕，
但彼时其人已经羸弱多病，偃卧不起。自桓玄失败，他“猛志逸四海”的（《杂诗》其五）政治
雄心早已熄灭。陶渊明在晋宋之际动荡的政局中自感“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杂诗》其五），
寻找一个全身远祸、安身立命之处便是他暮年的追求。“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但是，
归耕田园并没有让陶渊明得到身心的释然和安顿，耕植难以自保，“瓶无储粟”的贫困状态让他
在江州刺史王弘、始安郡守颜延之等朋友的接济中艰难度日，走投无路之时他甚至不得不行乞求
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人最痛苦之处便是无奈地放弃自己的理想，这是来
自灵魂深处的绝望。贫困、疾病和失意，是陶渊明一生痛苦的三大源头，最令其绝望的是政治理
想的破灭。但是，纵观陶渊明的一生，其政治上与官府的冲突并不直接，他唯独感叹的是身逢乱世，
怀才不遇，在对动荡政局的恐惧中“逃禄归耕”（《感士不遇赋》），所谓“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
去彭泽令，那只是一个自我标榜的美丽托辞。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清楚地交代了辞归的真正原
因 ：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在危机四伏、杀机重重、险象环生的晋宋易代之际，如果要
找一个退出政治的借口，没有比奔丧更适合了。《桃花源记》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无疑是陶渊明
在政治失意后的精神安顿之所，这个令后人无限神往的桃源幻境，与百姓和官府的冲突没有任何
关系，从身份来看，陶渊明也不是普通百姓，他是胸怀政治抱负、渴望建功立业的士人。
毫无疑问，《桃花源记》是一篇带有政治隐喻色彩的叙事作品，“桃花源”是失意的陶渊明的
特殊精神生态，是其生存的“另一个世界”。动漫影片《桃花源记》的编创者把陶渊明的个人政
治情愫演绎为官吏与百姓的直接冲突，官吏们对渔人的拷打逼问也是影视剧里常见的表现手法，
这种被升华了的文艺作品“思想性”确实符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思
想性”很容易占据政治叙事话语的制高点，从而获得官方、乃至大众的接受和认同。但是，这种
平庸化、世俗化的政治叙事，也使动漫《桃花源记》更加疏离于原著，影视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
的同时也背弃了原著的艺术和思想，除了名称相同，影像与文本的关系，似乎已经是“貌合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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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
 
三、死亡 ：《桃花源记》的悲情结局
无论是动漫影像还是文学文本，《桃花源记》都以刘子骥之死作为叙事的悲情结局，但是影
像和文本借此表达的意义，却有本质的不同。
在动漫电影《桃花源记》中，刘子骥是一位重要人物，其在由声音和画面组成的影像语言表
达系统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刘子骥出场很早，影片开端渔人遭受严刑拷打之时他就驾车出
现，正是他向太守求情救下渔人，其“庶民之言未必全是邪说”的台词也似乎为剧情发展奠定了
某种基调 ；他相信渔人所述桃源社会的存在，并随之历经各种险阻上下求索，但临终前他似乎有
些气馁和沮丧，甚至怀疑渔人骗了自己，同时否定了自己此前对桃源社会的憧憬，认为“那只是
一个梦罢了”。应该说，刘子骥和渔人一样，贯穿影片叙事的首尾，是影片里一位至关重要的故
事参与者。动漫电影里刘子骥的死不是叙事的结束，他死后渔民仍然相信“有那么一天，我还会
找到那样一个地方”，桃花源故事保留着发生、发展的无限可能。这种叙述方式显然符合影视传统，
因为影视作品大多反映社会集体意识与人性的深层愿望，在影片结局延续一个美好愿望实现的可
能性，既增大了动漫的叙事空间，也符合大众的接受心理。
陶渊明《桃花源记》关于刘子骥的叙述，则与动漫影片的叙事结构大相径庭。全文以叙述渔
人偶入桃花源开始，以刘子骥闻知后欣然规往、未果而终作结，“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
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故事在绝望中戛然而止。陶渊明以如此轻描淡写之笔，
在刘子骥死亡的简短叙述中熄灭了所有关于桃源社会的幻想，刘子骥的死，意味着桃源故事彻底
结束，陶渊明因此说“后遂无问津者”。毫无疑问，在《桃花源记》的文本里，“渔人”是占据绝
对话语的叙述者，文章以渔人之眼口，叙述其发现桃源、留下标记、太守遣人随往并迷失去路的
全过程。文章至此，已经充分说明桃源梦断，去路已失，文末提及刘子骥寻访桃花源无果而终，
似乎也只是一个“节外生枝”的旁证。
正如苏轼所言，陶渊明的文章“质而实绮，癯而实腴”，[8]平淡质朴的文字往往包含丰富深
邃的内涵。细玩陶渊明对刘子骥的叙述语言，不难发现背后“大有文章”。动漫电影《桃花源记》
并没有对刘子骥做任何直接介绍，观众只有从着装和剧情去推断他的身份、性格和人品。而陶渊
明则对刘子骥做了特别的强调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何为“高尚”？《易•盎》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何曾是晋室元勋，曾任丞相，晋武帝司马炎说他是“高尚其事，屡辞禄位”（《晋书•
何曾传》）。可见，“高尚”意为远离宦场、弃却名禄，在魏晋时期，最能体现这种品质的就是隐士，
因此，《晋书》直接把刘子骥和陶渊明一起列入《隐逸传》。陶渊明强调刘子骥是“高尚士”，就
是为了表达他和自己是“一类人”，但是，自从他病死，“遂无问津者”，渔人失去的是一个信任者，
陶渊明却永远失去了志同道合的知音。前文论及，从陶渊明创作的文本结构来看，《桃花源记并
诗》是《记》《诗》一体、互为补充，陶渊明在诗末言“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记》
的结局却说刘子骥死后再无“问津者”，期望与绝望，在《诗》与《记》这两篇形异神同的作品
里遥相呼应。
国有治乱，人有生死，一切似乎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和自然规律。但是，在《桃
花源记》的文学文本里，刘子骥的死却富有更加丰富的内涵。简言之，刘子骥身体之亡，就是陶
渊明灵魂之死。借刘子骥表现死亡的深层意义，正是《桃花源记》的高妙之处。很遗憾，这种死
亡的双重意义在动漫版的《桃花源记》里并没有被表现出来，陶渊明的艺术精神被一场中国受众
非常熟悉的“官民冲突”阶级斗争叙事套路所淹没。
四、复活 ：《桃花源记》的艺术生命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痛苦地死去，“人生实难，死
如之何”（《自祭文》），他的离去距今已有1590年。但是，古往今来的文学家、戏剧家、画家，却
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让陶渊明的艺术生命复活，正如辛弃疾所言，“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
生气”。（《水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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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论及，动漫《桃花源记》在文本选用、叙事内容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的误差，没有从实质
上体现出“忠于原著”的改编原则。但是，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在业界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影响，
有评论者甚至认为，“《桃花源记》是我国动画片当之无愧的精品，它是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动画领
域里追求自己民族化道路上攀登的一个高峰”。[9]影视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
影视改编无疑是文学作品由文字向影像的一次审美转换，这既是一个美学难题，更是一个技术难
题。动漫《桃花源记》的成功，主要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和现代媒体影视技术的创新，二者
的结合让影片获得了全新的艺术生命。
该片导演陈明曾在高校任职，本身就是学院派的代表，有良好的文化、学术背景。他在上世
纪90年代初进入动画行业，并在中央美术学院电脑美术工作室担任多年的教学、研究和创作工作，
出版过《3DS MAX速成》《3DS MAX精彩范例》《动画大师》等，并主编过多部高校动画专业教材。陈
明于2000年加入环球数码媒体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桃花源记》连夺国内国际大奖，可
谓其巅峰之作。陈明认为，“现代动画创作是科学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艺术是动画创作的灵魂，
技术是动画创作的支撑”。[10]从影片的实际效果来看，确实体现了其以技术表现艺术的动画创作
理念。在艺术和技术结合方面，影片确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是剧情创设。为了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用影像语言进行叙述和置换，影片增创
了几处重要情节。一是“渔人”遭受酷刑，太守、小吏对其拷打逼问。这在原著里是没有的，动
漫创作者充分发挥影视改编的再创作功能，将这一情节以倒叙的手法置于剧首，利用激烈的矛盾
冲突抓住观众的心，完全改变了文学文本《桃花源记》开篇舒缓平淡的叙述节奏 ；二是小红鱼的
出现。陶渊明叙述“武陵人捕鱼为业”，但全文并未出现鱼的意象，动漫则刻意表现了渔人打渔
的过程。当渔人捕到一条小红鱼时，他似乎有些失落，直言“你何苦来戏弄我”，最后无奈地感
叹“罢了，罢了,放你一条生路吧”，将小红鱼放入河中，谁知小红鱼竟然不肯离去，最终指引渔
船来到桃花源，小红鱼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放生小红鱼表现了“渔人”之善。渔人发
现桃花源，也暗含“善有善报”的佛理 ；三是渔人食桃种桃。“桃花源”的核心物景应该是桃树，
影片叙述渔人闯入桃花源，一年迈老者以先祖栽种的巨桃飨之，渔人食后却私藏桃核，爱不释手，
最后带出桃花源，在众人质疑其故事真实性的时候，他的桃核却种出大树，花开美艳，这使他确
信自己曾经去过那个“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那个理想的圣地。这个情节显
然取材于神话传说 ：汉武帝于七夕生日之际获西王母赐予蟠桃，武帝食后留核欲种，后被西王母
制止。影片制作人对此故事进行了选择性利用和改造，表现出了一种影视资源取舍增删过程中的
“软技术”。总的来看，《桃花源记》的剧情创设颇富有想象力，这些虚拟剧情丰富了影片的故事
内容，使影片叙事变得更加流畅完整，表现了动漫创作人员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趣。
其次是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运用。中国动画的起步不算晚，但现在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是
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简单效仿域外产品、缺乏民族文化特色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学者
甚至呼吁，“中国动漫创作应该与传统文化相结合”。[11]动漫《桃花源记》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成功
的范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作品在
传播中更贴近大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倾向 ；影片在表现桃花源内外两个文学场域的自然景象时，
运用了典型的中国画技法。绘桃源外渔人的生活环境，则以水墨渲染山、水，形成一种朦胧、萧
条、宁静的意境，与作品极力表现渔人艰辛、惨淡人生的创作意旨耦合无间 ；绘桃源内建筑，则
以工笔呈现“屋舍俨然”的画面感，线条性和流动性十分突出。影片的角色造型，也非常具有民
族文化特色。皮影和剪纸艺术的运用使人物角色动感十足，又有幽默感 ；太守、渔人、刘子骥等
主要角色面部造型的灵感则来自京剧脸谱艺术，太守的丑角形象生动逼真，渔人的面部也带有明
显的十字脸、歪脸等京剧脸谱特征。在影片中，民族文化底蕴的呈现完全依赖于现代3D动画技术，
水墨场景完全依靠电脑制作，而动画角色在骨骼结构、转身动作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现代科技的水
平和魅力。
此外，动漫影片《桃花源记》的背景音乐也非常“古典”，二胡、古筝、笛子等民族乐器以
时而哀婉、时而悠长、抑扬顿挫的旋律，完美衬托叙事环境和人物心境，流水、鱼跃等自然声音
亦做得逼真悦耳，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籁之音”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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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动漫《桃花源记》的制作是非常成功的，其浓郁的“中国味”是中国影视作品以
民族化形象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次探索和尝试，影片取得的成功，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但是，影片在对文学经典进行改编时也出现了一些误差，编创者把《桃花源记》的政治内
涵理解为吏民冲突的阶级斗争尤其值得商榷，因为这远离了陶渊明的创作意旨。名著改编是影视
和文学的互动发展，成功的改编会让二者彼此增值。从接受的角度看，影视的影、音、像比文字
更具感官冲击力，更容易成为审美和评论的焦点，影视技术性审美与文学作品纯艺术性审美的天
平开始在当前特定的接受群体中倾斜。影视欣赏取代文本阅读，已经成了文化传播过程不可忽视
的现象。在将理性的文字作品置换为感性的影视画面时，如何恪守“忠于原著”的原则是一个永
远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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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30页）起的俯拍镜头，描摹一幅极具时代感的画面，每个镜头都具有潜伏在平静下躁动的
气质和黑色诡异且让人思考的张力，细节处则布满了符号及隐喻。全片低调华丽的炫技，充满了
程耳式的风格化特色，彰显了其对电影艺术执着的热爱和审慎的从业精神。
《罗曼蒂克消亡史》放在当下华语电影谱系中来看，是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与革新意识的，
从立意上就已经超越了国产片惯常的境界，进入到一种风格化的、腔调十足的电影世界中。电影
是艺术品，是需要一些独特叙事风格及拍摄技法来展现其魅力的高于意识形态的艺术品，不是所
有影片都需要去迎合大众口味的。程耳自己也说过 ：“我想做的，是有个性、有个人色彩的商业片，
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强大到可以像诺兰那样，但希望将来能做得更好一些。”⑥对一部电影喜欢与否
终究是很个人化的感受，无论对于观众还是电影产业，有带着创作者独特思考和严肃创作态度且
个人风格鲜明的电影面世，终归是一件值得欣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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